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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调查乳腺癌患者配偶夫妻疾病沟通现状及其影响因素,为临床开展针对性配偶或夫妻干预提供参考。方法
 

采用一般

资料问卷、夫妻癌症沟通问题量表配偶部分、二元应对量表、洛克-华莱氏婚姻调适量表及癌症自我效能量表-配偶版对278名

中青年乳腺癌患者配偶进行调查。结果
 

中青年乳腺癌患者配偶的夫妻疾病沟通问题总分为15.66±2.27,自我效能、二元应对、
婚龄及累计照顾时长是中青年乳腺癌患者配偶夫妻疾病沟通问题的影响因素(均P<0.05),可解释总变异的40.1%。结论

 

中青

年乳腺癌患者配偶夫妻疾病沟通问题处于中等偏低水平,自我效能低、二元应对水平低、婚龄短及累计照顾时间短的配偶与患者

间更易出现沟通问题。医护人员应重视婚龄短、照护时间较短的夫妻,可以自我效能及二元应对为切入点制订配偶及夫妻相关护

理措施,改善夫妻疾病沟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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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probe
 

into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ancer-related
 

communication
 

problem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ouses
 

of
 

young
 

and
 

middle-aged
 

breast
 

cancer
 

patients,
 

and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formulation
 

of
 

clinical
 

inter-
vention

 

programs
 

for
 

spouses
 

or
 

couples.
 

Methods
 

Totally,
 

278
 

spouses
 

of
 

young
 

and
 

middle-aged
 

breast
 

cancer
 

patients
 

were
 

sur-
veyed

 

by
 

using
 

the
 

general
 

information
 

questionnaire,
 

the
 

Cancer-Related
 

Communication
 

Problems
 

Scale
 

for
 

spouse,
 

the
 

Dyadic
 

Coping
 

Inventory,
 

the
 

Locke-Wallace
 

Short
 

Marital
 

Adjustment
 

and
 

the
 

Cancer
 

Self-Efficacy
 

Scale-Spouse.
 

Results
 

The
 

spouses
 

scored
 

(15.66±2.27)
 

points
 

in
 

cancer-related
 

communication
 

problems.
 

Spouse
 

self-efficacy,
 

dyadic
 

coping,
 

years
 

of
 

marriage
 

and
 

cumulative
 

time
 

in
 

caregiving
 

wer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spouses'cancer-related
 

communication
 

problems
 

level
 

(all
 

P<0.05),
 

alto-
gether

  

explaining
 

40.1%
 

of
 

the
 

total
 

variation.
 

Conclusion
 

Spouses
 

of
 

young
 

and
 

middle-aged
 

breast
 

cancer
 

couples
 

had
 

slightly-be-
low-medium

 

level
 

of
 

cancer-related
 

communication
 

problems.
 

The
 

spouses
 

with
 

low
 

self-efficacy,
 

low
 

dyadic
 

coping
 

level,
 

shorter
 

years
 

of
 

marriage
 

and
 

shorter
 

cumulative
 

time
 

in
 

caregiving
 

are
 

more
 

likely
 

to
 

have
 

communication
 

problems
 

with
 

patients.
 

Medical
 

staff
 

should
 

pay
 

attention
 

of
  

spouses
 

with
 

shorter
 

years
 

of
 

marriage
 

and
 

shorter
 

cumulative
 

time
 

in
 

caregiving,
 

take
 

self-efficacy
 

and
 

dyadic
 

coping
 

as
 

the
 

breakthrough
 

point,
 

and
 

formulate
 

relevant
 

nursing
 

measures
 

for
  

spouses
 

or
 

couples,
 

so
 

as
 

to
 

improve
 

cancer-
related

 

communication
 

between
 

cou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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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乳腺癌是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中青年乳腺癌患

者雌激素代谢旺盛,导致肿瘤生长较快、转移较早,预
后不良[1-2]。由于其生理的特殊性和临床疗效、预后

的不确定性,患者和配偶在疾病应对过程中可能更易

出现心理、社会问题[3]。配偶作为患者的主要经济、
情感支持者和疾病照顾者,在患者适应疾病和优化照

护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夫妻疾病沟通指患者与配偶

进行疾病有关信息、情感和其他问题的交流[4],有效

的夫妻沟通有利于患者心理调适和夫妻婚姻满意度

的提升,而低效的沟通易导致患者负性情绪产生,影
响夫妻关系、家庭功能。美国癌症协会指出,要鼓励

患者和配偶公开表达需求和感受,隐藏情绪会导致双

方更大的心理压力和隔阂[4]。国外研究证实,配偶方

面存在影响夫妻疾病沟通的因素[5-6],但考虑中西方

文化差异等,基于我国文化背景的乳腺癌患者配偶夫

妻沟通状况及影响因素尚缺乏实证。为此,本研究对

中青年乳腺癌患者配偶进行夫妻疾病沟通现状调查

及影响因素分析,旨在为临床开展针对性配偶及夫妻

相关护理干预提供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便利抽样法选取2021年5月至2022年

4月山西省汾阳医院住院的中青年女性乳腺癌患者

的配偶为调查对象。纳入标准:①符合乳腺癌诊断标

准的患者配偶;②患者18~59岁,且处于疾病治疗或

康复期;③配偶为患者住院期间的主要照顾者,夫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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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生活,且具有良好的沟通理解能力。排除标准:
并存严重精神障碍、心理疾病或严重视听功能障碍的

配偶。本研究获得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批(伦理审批号

2021019),纳入配偶均知情同意,自愿参与。本研究

的调查问卷所含变量25个,样本量取变量的5~10
倍,考虑20%丢失量,计算样本量为157~313人,最
终纳入278人。文化程度:初中及以下81人,高中/
中专118人,本科/大专61人,硕士及以上18人。医

疗费用负担:基本无负担80人,有一定负担106人,
有严重负担92人。对妻子疾病知晓程度:知晓62
人,部分知晓167人,不知晓49人。
1.2 调查工具

1.2.1 一般资料问卷 由研究者自行设计,包括年

龄、文化程度、医疗费用负担、婚龄、照顾类型、自身健

康状况、对妻子疾病知晓程度(通过配偶对妻子病情

的描述情况与主治医师及病历资料的描述进行比对

判断:描述一致为知晓、描述部分一致为部分知晓、描
述大部分不一致为不知晓)、累计照顾时长。
1.2.2 夫 妻 癌 症 沟 通 问 题 量 表(Cancer-Related

 

Communication
 

Problems
 

Scale,CRCP) 由Kornb-
lith等[8]编制,经Li等[9]引入国内,用来评估癌症患

者与配偶关于疾病相关沟通中是否存在问题,包括患

者和配偶2个部分。本研究使用量表的配偶部分对

中青年乳腺癌患者配偶进行夫妻疾病沟通调查,包括

保护性缓冲(3个条目)、治疗特定问题(3个条目)、情
绪支持(4个条目)、封闭沟通(3个条目)和避免沟通

(2个条目)5个维度共15个条目。采用3级评分法,
“不正确”评0分,“有时正确”评1分,“总是正确”评2
分,总分0~30分,评分越高表示配偶的夫妻疾病沟

通问题越严重。其中0~15分为轻度,16~22分为

中度,23~30分为重度。本研究中量表Cronbach's
 

α
系数为0.88。
1.2.3 二元应对量表(Dyadic

 

Coping
 

Inventory,
DCI) 本研究采用Xu等[10]汉化的二元应对水平量

表,包括压力沟通(8个条目)、相互支持(10个条目)、
共同应对(5个条目)、消极应对(8个条目)、代办应对

(4个条目)和应对评价(2个条目)6个维度共37个

条目。采用Likert
 

5级评分法,从“极少”至“非常频

繁”分别评1~5分。总分37~185分,评分111~145
分为正常,37~110分为低水平,146~185分为高水

平。本研究中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85。
1.2.4 洛克-华莱氏婚姻调适量表(Locke-Wallace

 

Short
 

Marital
 

Adjustment
 

and
 

Prediction
 

Test,LW-
MAT) 由Locke等[11]编制,本研究采用汉化的量

表[12]评估配偶对婚姻的满意度,包括情感表达(2个

条目)、夫妻凝聚力(6个条目)、夫妻一致性(6个条

目)和婚姻满意度(1个条目)4个维度共15个条目。
量表各个条目赋值不同,最终相加计算总分,总分

2~158分,评分越高配偶婚姻亲密关系越好,对婚

姻越满意。其中2~90分为不满意,91~110分为

满意度一般,111~130分为满意,131~158分为

非常 满 意。本 研 究 中 量 表 Cronbach's
 

α系 数 为

0.83。
1.2.5 癌症自我效能量表-配偶版(Cancer

 

Self-Ef-
ficacy

 

Scale-Spouse,CSES-S) 由华盛顿护理学院

Lewis[13]开发,李智等[14]汉化,用来评价乳腺癌患者

配偶应对患者疾病和提供患者支持的自信心,包括关

注自我(5个条目)和关注妻子(14个条目)2个维度

共19个条目。采用10级评分法,从“没有”至“很多”
分别评1~10分,总分19~190分,评分越高表示配

偶自我效能水平越高。本研究中量表Cronbach's
 

α
系数为0.78。
1.3 调查方法 调查前对3名调查员进行统一培

训,要求全员统一指导语,掌握调查工具的条目含义、
计分方法及注意事项等。患者住院24

 

h内通过面对

面方式对符合标准的配偶进行问卷调查,调查前向配

偶解释本次调查目的、内容、问卷填写的时间,承诺匿

名,取得同意后发放问卷由配偶自行完成,因不识字

无法亲自填写者,调查员需逐一陈述问题。问卷填写

完成后由调查员当场收回并检查其完整性。本研究

共发 放278份 问 卷,收 回278份,有 效 回 收 率 为

100%。
1.4 统计学方法 数据采用SPSS26.0软件录入并

分析。计量资料中符合正态分布的用均数±标准差

表示,非正态分布的用中位数、四分位间距表示;计数

资料用频数、百分比表示。采用t检验、单因素方差

分析、Pearson相关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检验水

准α=0.05。
2 结果

2.1 中青年乳腺癌患者配偶夫妻疾病沟通得分 见

表1。
表1 中青年乳腺癌患者配偶夫妻疾病沟通得分(n=278)

x±s

项目 总分 条目均分

夫妻疾病沟通 15.66±2.27 1.04±0.15
保护性缓冲 3.19±0.82 1.06±0.27
治疗特定问题 3.60±0.81 1.20±0.27
情绪支持 3.56±1.12 0.89±0.28
封闭沟通 2.94±1.19 0.98±0.40
避免沟通 2.36±0.55 1.18±0.28

2.2 中青年乳腺癌患者配偶夫妻疾病沟通的单因素

分析 不同文化程度、医疗费用负担、对妻子疾病知

晓程度的配偶夫妻疾病沟通得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均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项目,见表

2。
2.3 中青年乳腺癌患者配偶夫妻疾病沟通与各变量

的相关性分析 中青年乳腺癌患者配偶二元应对、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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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满意度、自我效能总分分别为为87.23±12.03、
91.97±7.90、119.36±10.33。夫妻疾病沟通与配偶

二元应对、婚姻满意度及自我效能呈负相关(r=
-0.422、-0.149、-0.548,均P<0.05)。
表2 中青年乳腺癌患者配偶夫妻疾病沟通的单因素分析

项目 人数
得分

(x±s)
F/t P

年龄(岁) 11.923 <0.001
 18~ 86 16.59±2.81
 30~ 168 15.30±1.87
 40~59 24 14.79±1.64
照顾类型 1.972 0.049
 有人协助 162 15.43±2.18
 独自照顾 116 15.98±2.37
婚龄(年) 19.305 <0.001
 <8 42 17.43±3.07
 8~15 63 15.84±2.28
 >15 173 15.16±1.78
自身健康状况 2.706 0.046
 很好 39 15.38±2.75
 比较好 105 15.47±2.15
 一般 115 15.70±2.18
 比较差 19 17.00±2.11
累计照顾时长(月) 4.590 0.011
 <6 95 16.12±2.18
 6~12 105 15.68±2.48
 >12 78 15.08±2.17

2.4 中青年乳腺癌患者配偶夫妻疾病沟通水平的多

因素分析 以夫妻疾病沟通为因变量,单因素分析结

果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5项变量及二元应对、婚姻

满意度、自我效能为自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α入=0.05,α出=0.10)。逐步线性回归分析结果见

表3,自我效能(原值输入)、二元应对(原值输入)、婚
龄(<8年=0,8~15年=1,>15年=2)及累计照顾

时长(<6月=0,6~12月=1,>12月=2)是中青年

乳腺癌夫妻疾病沟通的影响因素,可解释总变异的

40.1%。
表3 中青年乳腺癌患者配偶夫妻疾病

沟通的多因素分析(n=278)

自变量 β SE β' t P
常量 32.235 1.280 - 25.176 <0.001
自我效能 -0.087 0.011 -0.394 -7.641 <0.001
二元应对 -0.046 0.009 -0.245 -4.878 <0.001
婚龄 -0.610 0.147 -0.199 -4.138 <0.001
累计照顾时长 -0.354 0.135 -0.123 -2.618 0.009

  注:R2=0.409,调整R2=0.401;F=47.275,P<0.001。

3 讨论

3.1 中青年乳腺癌患者配偶的夫妻疾病沟通问题水

平 本研究结果显示,中青年乳腺癌患者配偶的夫妻

疾病沟通问题处于中等偏低水平,表明乳腺癌夫妻间

存在一定程度的沟通问题。分析原因:手术辅以放化

疗作为临床乳腺癌治疗的常见手段,术后部分配偶认

为对方丧失了女性标志及性吸引力,内心对夫妻亲密

关系产生负面评价与认知;化疗药物引起的妻子发量

稀少、面部皮肤色素沉积等外在形象改变进一步强化

配偶的负性认知,使其丧失夫妻间沟通交流信心。癌

症本身会破坏机体细胞记忆,使患者产生恶意和消极

的情绪反应[15],影响夫妻间友好的沟通交流,加之配

偶对治疗不良反应、病情进展及夫妻关系等问题的担

忧及恐惧,更易导致夫妻双方沟通交流问题的严重

化。本研究结果略低于成香等[16]对结直肠癌造口患

者的调查结果。分析原因可能为本研究从配偶角度

对夫妻疾病沟通水平进行调查,不如患者自我评价更

为主观直接。本研究配偶在治疗特定问题维度得分

较其他维度偏高,可能与纳入标准(处于疾病治疗或

康复期患者配偶)的选择相关。既往研究显示,围绕

疾病的应对是癌症患者与家属在疾病治疗和康复期

的主要沟通主题[17],与本研究结果相一致。Martinez
等[18]研究指出,46.5%的癌症患者与配偶间存在不

同程度的疾病沟通问题,夫妻对疾病话题的沉默或逃

避,易导致双方矛盾冲突和心理压力的加重,对夫妻

身心健康产生诸多不利影响。因此,医护人员应重视

治疗及康复阶段中青年乳腺癌患者配偶关于疾病治

疗知识普及沟通问题的评估,尽早识别潜在危险因

素,制订针对性干预方案,从而减少夫妻沟通问题。
3.2 中青年乳腺癌患者配偶夫妻疾病沟通问题的影

响因素分析

3.2.1 自我效能 本研究结果显示,配偶自我效能

是影响夫妻疾病沟通问题的主要因素,自我效能越低

的配偶其夫妻疾病沟通问题越严重。自我效能作为

核心自我评价的一部分,指个体对实现特定领域的某

一行为目标所需的信心或信念[19]。自我效能较高的

配偶在妻子患病过程中将癌症照护视为一项挑战性

工作,能够积极主动配合医护人员处理各种应激性复

杂事件,而不是选择逃避、退缩,因而其感受到的压力

负担及情绪疲惫较少,更愿意与妻子共同抗癌,进行

疾病相关问题的沟通交流。Rat等[20]研究发现,自我

效能高的配偶更愿意和患者公开思想交流,不仅有助

于缓解夫妻双方负性情绪,还有助于加速妻子疾病康

复进程。聂志红等[21]研究指出,夫妻沟通技能的学

习,有助于配偶耐心倾听妻子对疾病相关的感受及想

法,可帮助配偶转变既往试图阻断妻子发泄不良情绪

的沟通方式,从而有利于增强配偶应对疾病的自我效

能。医护人员需重视配偶自我效能的培养与发展,可
通过讲座、短视频等形式强化配偶乳腺癌相关知识和

疾病应对技能,充分调动配偶照护积极性和主观能动

性,增强其与妻子共同应对癌症的信心及能力,进而

改善夫妻疾病沟通问题。
3.2.2 二元应对水平 本研究结果发现,配偶二元

应对水平会明显影响中青年乳腺癌夫妻疾病沟通问

题,二元应对水平越低的配偶其夫妻疾病沟通问题越

严重,与 Magsamen-Conrad等[6]研究结果相似。二

元应对是指夫妻双方在面对压力应激性事件时的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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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决策过程[22]。乳腺癌本身及其治疗不良反应作为

夫妻共同压力性事件,配偶与妻子的二元应对是其他

关系无法代替的。二元疾病管理理论强调配偶双方

共同沟通和应对压力,并在压力应对过程中增强疾病

应对能力和彼此支持,实现夫妻间良好的应对互

惠[23]。Meyers等[7]研究指出,癌症配偶的二元应对

水平越高,越有利于夫妻在疾病管理中相互鼓励、沟
通和分担,从而使癌症患者配偶在压力性事件应对后

获得积极的心理体验。段素伟等[24]通过对48例乳

腺癌配偶进行二元评估、二元关系强化及二元应对策

略传授等干预,提高夫妻二元应对水平及质量,有效

降低了夫妻疾病沟通问题。医护人员可以二元应对

为切入点,及时动态评估及制订适宜的健康宣教方

式、内容,向夫妻双方传授开放性和适应性的沟通技

巧策略,鼓励配偶及患者双方情感流露,使彼此理解

对方的压力及疲惫,增强双方共同应对疾病的能力,
从而减轻夫妻疾病治疗及康复阶段的沟通问题。
3.2.3 婚龄、累计照顾时间 本研究结果显示,婚
龄、累计照顾时间短的配偶与患者更易出现夫妻疾病

沟通问题。分析原因:乳腺癌本身、术后躯体形象改

变、性功能缺陷及放化疗不良反应等导致夫妻双方更

高水平的心理困扰,严重影响夫妻感情、婚姻满意度

及双方疾病沟通。随着婚龄的增长,夫妻表达感情水

平的提高及配偶对疾病认知的提升,夫妻关于疾病沟

通问题会相应减少。本研究发现,照护时间越短的配

偶其夫妻疾病沟通问题越严重,随累计照顾时间的延

长,配偶感知的疾病沟通问题有所降低。分析可能原

因:本次调查对象为处于疾病治疗及康复阶段的中青

年乳腺癌患者配偶,其妻子具备基本的沟通交流、生
活自理及疾病护理能力,配偶在疾病照护中充当辅助

角色。随着照护时间的延长,医护人员对疾病知识和

心理护理的普及,配偶能够正视癌症及优化照护服

务,适量增加与妻子对疾病和治疗结局话题的沟通交

流,使妻子理性接受癌症疾病的事实,从而提高夫妻

双方疾病沟通效能。照护时长对夫妻疾病沟通的影

响因病而异,尚无统一定论。建议医护人员应关注婚

龄、照护时间较短配偶,加强对其疾病沟通知识的健

康宣教,鼓励其多寻求身边支持系统的帮助,减轻身

心压力及负担。
4 小结

中青年乳腺癌患者配偶夫妻疾病沟通水平有待

进一步提高,配偶自我效能、二元应对、婚龄及累计照

顾时长是夫妻疾病沟通的保护性因素。本次通过横

断面调查了疾病治疗和康复阶段的中青年乳腺癌配

偶,今后可开展疾病诊断期、治疗及康复期、癌症临终

期等不同阶段的夫妻疾病沟通水平变化或各个阶段

的纵向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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